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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韩晓莉

【提要】 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已走过 30 多年的发展历程。作为学科交叉融合的产物，它从兴

起之初就表现出反思和借鉴的自觉。从重新定位文化，到对意义的深度解释，再到对普通人感受体

验的重视，社会文化史在反思传统文化史、吸收和借鉴社会史与西方新文化史成果的过程中，实现了

理论方法的创新和研究视角的转换，推动了中国史学的多元化发展。对 30 年来社会文化史研究的

回顾和总结，意在厘清社会文化史从何处来、向何处去的问题，助益下一步研究的突破和创新。
【关键词】 社会文化史 文化史 新文化史 反思 借鉴

从 20 世纪 80 年代末“社会文化史”这一提法出现以来，国内社会文化史研究已走过 30 多年的

发展历程。在这一过程中，学界围绕社会文化史的理论探讨一直没有停止。① 作为多学科交叉融合

的产物，社会文化史展现出巨大的潜力，也存在着研究的困惑。在这种情况下，对社会文化史的研究

进路进行回顾和反思，不仅有助于厘清社会文化史从何处来、向何处去的问题，也是寻求研究突破和

创新的必要步骤。有鉴于此，本文尝试从理论方法层面梳理社会文化史的发展脉络，总结国内研究

者在中西学术交流中的积累，以期对社会文化史研究的深入开展有所助益。

一、理解文化: 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基础

无论是对传统文化史、西方新文化史，还是对国内的社会文化史而言，“文化”无疑都是最重要的

概念，研究者对“文化”的不同理解决定了他们各自的研究取向和学术追求。社会文化史的“文化”
定位是文化史研究者在反思自身研究，吸收和借鉴社会史、新文化史成果的基础上确立起来的。

在中国，“文化”一词古已有之，意指文德教化，与今天我们所熟悉的“文化”相去甚远。近代意

义上的“文化”是晚清西学传入的舶来品。梁启超被认为是最早融合中西观念对文化作出权威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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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者和文化史研究的开拓者。针对中国传统史学的弊病，梁启超呼吁学界开展文化史研究并提出

了他的文化概念。“文化者，人类心能所开积出来之有价值的共业也”，“文化是包含人类物质精神

两面的业种业果而言”，其中物质方面包括“衣食住及其他工具等之进步”，精神方面则指“言语、伦
理、政治、学术、美感、宗教等”。① 梁启超从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阐述文化，内容十分宽泛，但就他对

“业种”和“业果”的解释来看，他更关注精神层面的狭义文化。这与梁启超希望以文化史补旧史不

足，借研究振奋民族精神的学术追求有关，而这也为此后的中国文化史研究奠定了基调。
梁启超之后，不少以“文化史”命名的著作相继问世，这些著作普遍表现出重精神轻政治的倾向。

关注精神文化，体现了 20 世纪上半叶中国学者在西方文化史观影响下，打破王朝史观束缚、探索中国社

会内在发展机制的努力，符合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意识形态对学界影

响日深，在以阶级斗争解释中国几千年文明史的主流话语下，文化史一度受到批判和否定，进而被诸如

文学史、哲学史、思想史、美学史等专业史所分割，中断了围绕“文化”的理论建构。理论的滞后使得 20
世纪 80 年代随“文化热”风潮复兴的文化史研究尽管涌现出大量分门别类的研究成果，却也遭遇了综

合性和深入程度不足的尖锐批评。1984 年，朱维铮在呼吁重建中国文化史学科时指出，最大的问题在

于如何进行综合性研究，如何解决理论上的巨大困难。② 这个理论上的巨大困难就包括如何认识“文

化”的问题。有学者坦言，“文化史实在不好写，因为‘文化’一词的笼统含义使得文化史几乎无法确

定自己的材料、线索、主题的‘边界’”。③ 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仍有研究者提出这方面的问

题。“由于‘文化’是一个内涵不确定的概念，文化史研究的对象因此具有一种不确定性”，“相当一

部分文化史的论著，或满足于文化现象的一般性描述，未能透过文化的‘显形’去把握内在的‘隐

性’; 或把文化史变成一个无所不包的大拼盘，盘中盛入思想史、艺术史、政治史、法律史、民俗史、宗
教史等等等等，唯独缺少文化史研究亟需的整合性思维和眼光，缺少‘文化精神’这一至关紧要的内

核”。④ 然而，在新的社会历史环境下，无论是回归 20 世纪初以思想、观念为主的精神文化研究，还是

继续扩大条块分割式的专业史考察，都难以回应社会发展对文化研究的需求。在寻求突破的过程

中，一些文化史研究者开始把视线转向同时期复兴的社会史，希望通过学科间的互补突破研究瓶颈。
1988 年，刘志琴率先呼吁将社会史研究所关注的生活方式、传统观念、思维方式、行为模式等内

容纳入到文化史研究的范畴内，开展“社会的文化史”研究，通过学科之间的交融实现共同发展。⑤

1990 年全国第三次社会史会议上，有学者正式把社会文化史作为一门新学科提了出来。此后，研究

者从各自的研究经验出发，表达了对社会文化的理解。李长莉认为，社会文化是物质文化和精神文

化之间的中间层，意指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生活方式及其观念，并主要通过社会组织、制度、
道德、风俗习惯、娱乐方式、传播方式、语言文字等方面表现出来，而社会文化史的研究目的就是要通

过对上述生活方式和观念的考察，揭示人类社会活动体现的精神面貌。⑥ 1998 年，刘志琴在《近代中

国社会文化变迁录》的总序中提到，社会文化是个新型的知识系统，中外学者可以沿袭传统或发挥创

造，进行长久的讨论。从刘志琴对社会文化史研究对象的概括可以看出，她所理解的社会文化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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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文化、生活方式和社会风尚等方面。① 刘志琴、李长莉对社会文化的认识建立在社会文化史是一

门有着专门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的学科基础上，认为社会文化强调的是文化史与社会史交叉的社会

生活方式和观念的部分。研究者正是通过对社会文化的界定进一步明确社会文化史的学科定位。
2001 年，黄兴涛从研究视角和方法的角度对社会文化史作了新的解释。他认为，社会文化史是

对文化现象的社会考察或探究，对社会生活的文化提炼和抽象。② 此后，不断有研究者表达对社会文

化史是史学研究新视角、新方法观点的认可。一时间，社会文化史究竟是新学科还是新视角成为一

个热点问题。事实上，这两个观点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在研究对象和内容上，社会文化史

确实与传统文化史各有侧重，而在研究视角和方法上，社会文化史明显借鉴了社会史自下而上的视

角和跨学科的方法，表现出重新解释历史的学术抱负。2003 年，李长莉结合两方面的观点，对社会文

化史作了全面界定。“广义来说，可以视为是一个学科领域的划分，即凡属社会文化交织领域如风俗

习尚、教育、宗教、文化传播、生活方式、大众文化、民众观念等，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都属此范

围。狭义来说，强调其社会与文化相结合的研究视角，即社会生活、大众文化与观念的联系，及大众

文化和精英文化的互动关系”。③

无论是研究领域还是研究视角，学者们对社会文化史的理解都体现了他们对“文化”的深刻认

识。在这里，和“社会”相联系的“文化”既有别于思想、哲学等观念层面的精英文化，也不限于以衣

食住行分类的物化文化，研究者看重的是与日常生活相关的，隐藏在人们社会行为后面的，由民族心

理、社会意识、社会观念、民众心态等构成的精神因素。社会文化史考察的就是这些精神因素的变迁

及其与社会的互动。“社会文化”的提出体现了研究者对文化史研究偏重精英文化、支离割裂、片面

简单等问题的反思。
社会文化史研究在国内兴起时，新文化史已取代了社会史成为西方史学的主流。新文化史勃兴于

20 世纪 70 年代，是西方史学研究在后现代观念影响下“文化转向”的结果。新文化史也是从重新认识

“文化”开始的。20 世纪 70 年代，人类学的文化理论引起了西方史学研究者的兴趣。其中，克利福德·
格尔茨( Clifford Geertz) 关于文化的解释尤其影响广泛。格尔茨的文化概念是一个符号学的概念，“它

( 文化) 表示的是从历史上留下来的存在于符号中的意义模式，是以符号形式表达的前后相袭的概念系

统，借此人们交流、保存和发展对生命的知识和态度”。④ 按照格尔茨的文化理论，人类的一切活动、任
何事物都可以看作是文化的符号，研究者要做的就是分析这些符号背后的意义。这不仅拓宽了文化的

外延，使文化从指代精英文化的单数名词变成了一个几乎无所不包的复数名词，而且赋予了文化塑造

和改变社会形态的力量。在吸收人类学文化理论的基础上，以林·亨特( Lynn Hunt) 为代表的西方史家

重新定义了“文化”，并明确了新文化史的方向。林·亨特认为，新文化史“探讨方向的焦点是人类心

智”，“文化就驻在心智之中，而文化被定义为解释机制和价值系统的社会贮藏地”，“文化史研究者

的任务是往法律、文学、科学、艺术的底下挖掘，以寻找人们借以传达自己的价值和真理的密码、线

索、暗示、手势、姿态”。她进一步指出，“文化会使意义具体化，因为文化象征始终不断地在日常的社

会接触中被重新塑造”。⑤ 正是在这样的文化定位下，新文化史展现出不同于之前历史研究的“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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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有学者将其概括为三个方面，即“自下而上的角度和以小人物为中心的论述”;“强调文化本身

的自主性，不把文化看做是某个时代社会关系和经济活动的反映或表现”;“不重视探究和揭橥历史

现象的因果关系，也不认为历史活动有其根本的一致性( 如历史会走向进步等等) ”。①

到 20 世纪 90 年代，西方新文化史的研究成果陆续被介绍到国内。对文化的共同关注，使新文

化史受到了国内文化史研究者的重视，而这时新文化史已经从“一切皆文化”的扩张阶段进入到“超

越文化转向”的反思阶段。引进时间的相对滞后也让国内研究者能够全面、理性地看待新文化史的

创新与不足，在选择性借鉴中深化社会文化史研究。
毫无疑问，新文化史的文化理论丰富了国内研究者对文化的理解。何晓明就认为，新文化史不

仅考察外在的作为人类文明精华的大写的文化，也考察人类用以理解其内隐的生活意义与价值的表

达方式即小写的文化，可以更全面地描述社会文化生活。② 张昭军指出，欧美新文化史对文化理论的

重视扩大了对文化的理解，是文化史焕发新机的法门所在，这对中国近代文化史学科建设不乏启

示。③ 梁景和在说明社会文化史的概念及研究对象时，首先引用了新文化史家林·亨特对文化的定

义。④ 另一方面，新文化史对文化能动性的强调使文化不再只是一种被描述的现象，而成为决定社会

发展的重要力量，这也激励国内研究者对文化的研究由静态转向动态，从被动变成互动。黄兴涛正

是受此启发，在“社会的文化史”基础上，提出了“文化的社会史”研究取向，将两种历史“关系”实态

的揭示，即文化内部各门类和各因素之间互动的关系形态，文化与外部社会政治、经济因素的互动关

系形态，看作是体现文化史研究深度和特色的内容。⑤

与西方新文化史在后现代思潮下颠覆社会史模式不同的是，中国的社会文化史仍是现代化史学

范式下研究的深化，是文化史与社会史交叉融合的产物。因此，在吸收新文化史合理内核的同时，国

内研究者也对新文化史表现出的文化泛化和文化决定论提出批评。“作为一种治学范式，历史学家

自然可以从文化的角度来诠释历史，诠释世界，不过由于太注重文化分析、太青睐文化的作用，新文

化史家也陷入物极必反的窠臼，导致了‘过度诠释’与‘文化决定论’或化约主义流弊的产生”。⑥ 在

中国史家看来，“文化还是存在其自身界限的”，“那种认为文化无所不包的论调无疑是荒唐的”，⑦

“泛文化观念导致‘文化’一词成为掩饰庸俗趣味的学术外衣，给对文化一知半解者以可乘之机，甚

至给怀疑、贬损文化史者提供口实”。⑧

“文化”一词从产生之初就是一个内涵广泛的模糊概念，不同时期的中外学者通过界定文化、赋
予文化新意涵，确立各自的研究方向，表明学术立场。尽管社会文化史与文化史渊源深厚，但研究者

对文化的理解并不相同，可以说，社会文化史的文化是对传统文化史所忽略部分的补充和彰显，也是

文化史向社会史领域的拓展和深化，它体现了研究者对新时期社会问题、价值观念的思考。同样，西

方新文化史与中国社会文化史虽然都表现出对大众文化的关注，对文化能动性的强调，但社会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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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追求的不同还是让它们在文化的定位上存在差异。因此，社会文化史研究者在吸收借鉴新文化

史文化理论的同时，也对其文化观点保持着理性批判的态度。正是在继承、借鉴甚至批判的过程中，

研究者加深了对文化的认识，奠定了社会文化史研究深入开展的基础。

二、阐释意义: 社会文化史研究的深化

自文化史复兴以来，就不断有学者发出文化史研究应从现象描述转向意义阐释的呼声，社会文

化史的兴起也可以说是对这种呼声的回应。当然，在这一过程中，人类学文化解释理论的引入也给

了本土学者不少灵感和启发，使社会文化史和西方新文化史在研究路径上表现出某种趋同之势。
1990 年，冯天瑜、何晓明、周积明所著的《中华文化史》甫一出版就受到学界肯定，很重要的一点

就在于该书打破了当时文化史研究普遍存在的史料堆砌、现象描述的窠臼，“系统地、史论结合地、历
史与逻辑统一地探索中华民族文化发展规律的创制”。① 学界对这部著作的极高评价也从一个侧面

说明当时学人对文化史重描述轻分析、重介绍轻论证问题的反思。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反思，社会文

化史在兴起之初就提出，要运用资料归纳分析与抽象理论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力求通过社会现象来

透视其文化内涵，即人们的精神状态。②

社会文化史强调理论性和抽象性，但当研究者将视线从精英思想、上层文化转向社会生活、习俗

风尚、大众观念这些传统文化史较少涉及的领域时，研究仍要从描述开始。1998 年出版的三卷本

《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是最早以社会文化一词命名的专著，在学界有着广泛影响力。该书以报

纸、档案、文集等为主要资料来源，以时间为线索，对近代中国社会生活、习俗风尚、大众文化、社会思

潮等进行了系统的描述，被认为是具有工具书意义的社会文化史著作。此后，梁景和的《近代中国陋

俗文化嬗变研究》、李长莉的《晚清上海社会的变迁———生活与伦理的近代化》、忻平的《从上海发现

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孙燕京的《晚清社会风尚研究》等一大批学术论著

相继问世，宣告社会文化史进入蓬勃发展时期。这些研究虽各有侧重，但也表现出共同的特点，那就

是注重考察文化事项背后的社会因素，将社会生活、习俗观念等置于社会变迁的背景下进行全景式

的展现。这种宏观整体的研究是必要也是重要的，却难免存在对一些具体社会现象的文化解释无法

深入的问题，需要研究者从微观角度作出更多努力。在这方面，人类学的文化解释理论和新文化史

的微观史研究为社会文化史研究者提供了新思路。
格尔茨在其代表作《文化的解释》一书中，不仅从符号学角度重新定义了文化，而且也给出了文

化分析的具体方法，即深度描述。格尔茨认为，“对文化的分析不是一种寻求规律的实验科学，而是

一种探寻意义的解释科学”，③“是从以极其扩展的方式摸透极端细小的事情这样一种角度出发，最

后达到那种更为广泛的解释和更为抽象的分析”。④ 研究者应通过田野工作中的访问、观察、记录，

从行为者的眼光来描述全部概念，“把他们置于他们自己的日常系统中”。⑤ 他同时指出，这种描述

具有微观特点。格尔茨的“深度描述”在新文化史研究中得到了贯彻，运用该理论开展的微观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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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新文化史的代表。
深度描述和新文化史的微观史研究引起了国内学者的极大兴趣。罗检秋认为，新文化史借助深

度描述、文史结合的微观叙事方式值得社会文化史借鉴，“与发扬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本质相同”。①

韩晓莉则将深度描述看作是回答“如何从文化现象和社会生活的考察中找到其中隐含的意义或关

系”这一问题的答案。② 到 2010 年，微观史与深度描述已经成为当时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的一种趋

向。③ 不仅如此，文化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法也引起了研究者的重视。梁景和在探讨社会文化史理论

和方法的文章中，用相当篇幅详细介绍文化人类学田野调查的步骤，希望社会文化史学者从中受到

启发。④ 从社会文化史追求意义的角度来看，这种启发不仅在于扩大资料收集的渠道，更在于通过

“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使研究者获得历史的现场感，作出更接近历史真实的解释。
当不少研究者选择以微观史和深度描述作为突破口时，“碎片化”似乎又成为社会文化史的新隐

忧。所谓“碎片化”是指论题细小琐碎且缺乏内在关联和意义阐释而使研究呈现出零散、断裂、不完

整趋势。新文化史也曾遭遇“碎片化”的质疑。不过，对受后现代思潮影响，反对揭示共性、规律的大

叙事，追求个性和细节描述的新文化史家来说，这似乎不是个问题。王晴佳总结，新文化史崇尚“小

的就是好的”，研究者并不特别注意事件的大小，也不特别在乎该事件是否能说明问题，他们更看重

叙述的文学性和生动性，新文化史的做法就是仅仅“叙述”，不做解释。⑤ 这样的总结也道出了新文

化史和社会文化史在研究取向上的最大不同。中国史家以“述往事，思来者”为己任，透过历史现象

去探求现象产生的根源，挖掘其背后的历史意义，为当下及未来社会发展提供借鉴是中国史家素有

的志趣。伴随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而兴起的社会文化史也是研究者对当代社会问题深切关怀的体

现，因此，研究“既不能全无价值判断，也不能完全排斥有意义、有启发的‘宏大叙事’”。⑥

为了避免研究的“碎片化”，社会文化史研究者从理论方法层面提出了不少建议，比如，文化的

“深描”应该有对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在内的整个社会背景的把握和分析; ⑦研究者要有整合意识，

既要把“碎片”与更深层次的社会要素结合起来，也要把多种“碎片”连缀成一体，形成对社会生活更

全面深刻的理解; ⑧通过联系论、网络论、整体论、建构论及选择“中观问题”等方法，使微观研究的

“碎片”连结成宏观研究的“珠串”和“网络”，等等。⑨ 近两年，比较引人关注的是左玉河提出的“深

度解释”。他在分析了文化人类学的深度描述理论与历史研究重心的差异后，主张用历史学的“解

释”概念来代替人类学的“描述”概念，以深度解释来深化社会文化史研究。左玉河将社会文化史研究

分成三个层次，即用白描( 浅描) 的方法将社会生活的表象呈现出来，回答并解决“是什么”的问题; 用浅

层解释的方法，说明社会生活表象的直接原因和表层意义，回答并解释“为什么”的问题; 用深度解释的

方法，揭示社会生活现象背后隐藏的文化内涵及文化意义，回答并解释“怎么样”的问题。瑏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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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深度描述到深度解释，体现了中国学者以历史学为本位，对社会文化史理论的本土化探索，逐

层递进的研究路径也有助于解决社会文化史研究中的“碎片化”“描述性”和“无意义”等问题。不过

在具体研究中，仍有几个方面值得关注。
首先，应注意把握深度解释的“度”，避免深度解释成为过度解释。新文化史兴起后，研究者对文

化能动性的过度强调曾引起学界对新文化史诠释过度、想象泛滥的批评。与作为社会史对立面出现

的新文化史不同的是，中国社会文化史是文化史向社会史转向的结果，是对传统史学研究重视政治、
经济因素，忽视文化因素的纠正。在社会文化史的解释体系中，文化是与政治、经济等因素一样，影

响社会变动的诸因素之一，社会文化史的深度解释是要探寻文化因素如何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社

会进程，而非将文化视为决定性因素来解释社会的一切变化。
其次，社会文化史的深度解释应该是展现社会多元性的解释。阐释意义可以说是历史研究者的

共同追求，与政治史、经济史透过政治、经济现象挖掘社会发展的内在脉络和规律不同的是，社会文

化史是以社会生活为对象，是对社会生活与其内在观念形态之间互动关系的探索，社会生活的丰富，

社会问题的多样以及人们观念感受的差异都应该体现在社会文化史的深度解释中。正如有学者指

出的，中国改革开放带来的社会高速发展与前所未有的复杂化催生了社会文化史，而社会文化史也

应使中国近代解释呈现出多元化的鲜明特征。①

最后，社会文化史的深度解释并不意味着“碎片”研究没有意义。为了避免受到“碎片化”的质

疑，很多研究者倾向于选择具有普遍意义的大论题，从宏观整体的角度对文化内涵进行解释，宏观整

体的研究自然有其重要价值，但如果没有足够的“碎片”支撑，这些研究也可能是空洞单一的，或是对

已有结论的重复。社会生活的多样决定了社会文化史的意义阐释离不开对“碎片”的整合。研究者

首先要做的是尽可能收集社会生活的“碎片”，然后借助理论提升和逻辑概括实现深度解释。正是从

这个角度，王笛提出，“到目前为止，中国学者研究的‘碎片’不是多了，而是还远远不够”。②

如何实现对意义的深度解释是见仁见智的问题，需要研究者在研究实践中不断摸索。左玉河提

出深度解释的意义在于，它给社会文化史研究者提供了一种方法论上的指导，体现了研究者理论探

索的自觉。近年来，已有不少研究者在这方面作出努力，取得了重要进展，比如刘志琴提出的礼俗互

动的研究视角; 梁景和对“生活方式”“社会生活”概念的重新解读和“生活质量”概念的引入; 黄兴涛

关于“文化的社会史”与“社会的文化史”并重的倡导; 李长莉就“碎片化”问题主张的“实证”与“建

构”相结合的研究路径，等等。正是因为有这些理论方法的探讨才推动社会文化史研究在追寻意义

的道路上走得更远。

三、重视感受: 社会文化史研究的拓展

社会文化史研究兴起之初，为表示与传统文化史、思想史的区别，研究者强调社会文化史是运用

分析与比较的方法进行的综合性研究，是对文化现象背后精神因素的概括和总结，但这并不意味着

研究者放弃了对社会生活细节和人们心灵世界的探寻。事实上，改变原有研究中条块分割、干巴枯

燥的状况，还历史以血肉，为文化注入情感正是研究者在对文化史反思中形成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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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 年，葛兆光针对传统文化史研究缺少精神内核，建议开展体验的文化史研究，他认为文化史

研究在“求真”的同时，也要关注人们面对大千世界时心灵深处的焦虑和困惑，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今

人与古人的双向沟通，进行相互理解的“潜对话”。① 尽管体验文化史在当时并没有真正开展起来，

但葛兆光指出了文化史未来可能出现的一种研究取向。周积明在 1998 年发表的关于文化史的反思

文章中，不仅赞同葛兆光的观点，而且大声疾呼已经到了思考“体验研究”与“实证研究”辩证统一的

时候了。② 作为社会文化史的开创者，刘志琴将社会文化史的兴起看作是对 20 世纪初梁启超提出的

“历史饥饿”所留下空缺的填补，填补的重要内容就包括普通人日常生活中的七情六欲和所思所

想。③ 2003 年，李长莉在总结社会文化史兴起十年来的成果时，认为心态史是最能体现社会文化史

学科方法创新的几个类别之一。④ 可以说，在从文化史到社会文化史的探索中，研究者从一开始就将

普通人的心态和感受置于视野内。只不过，对注重实证研究的中国史家来说，将研究对象的心灵世

界和感受体验呈现出来是一项颇具挑战性的工作，它要求研究者突破原有的思维方式，掌握新的分

析方法。因此，尽管认识到研究的广阔空间，但有分量的研究成果并不多见。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随着后现代思潮和新文化史的兴起，西方史学研究出现了从宏大叙事到微

观研究，从理性到感性的转向，并由此引起了史学观念和方法上的创新。就具体研究而言，与揭示历

史现象的因果关系相比，研究者更倾向于描述现象背后人们的心态和感觉。进入 21 世纪，感觉史、
情感史渐成西方史学界的热门议题。西方感觉史、情感史的兴起是研究者对现代化范式中理性主义

思维“反叛”的结果，虽然这样的研究存在着零散、缺乏共同主题、过度想象的问题，但也确实直击了

现代史学研究理性有余而感性不足的痛处，“给历史研究带来了不少新意和挑战”。⑤

在寻求本土研究突破和西方史学潮流的冲击下，国内研究者也日益表现出对普通人感受体验的

重视，并尝试进行理论方法上的探索。2007 年，由杨念群主编的《新史学》第一卷出版，该卷以“感

觉·图像·叙事”为主题，颇有新文化史的味道。杨念群以《中国史学需要一种“感觉主义”》一文为

引言，号召研究者增强对历史细节的感受能力，贴近更加鲜活的“感觉世界”。⑥ 杨念群“感觉主义”
的提法曾引发学界争论，也受到不少质疑和批评，但他所表现出的理念创新和以同理心体会被研究

者心态感受的努力对社会文化史研究不无启发意义。2014 年到 2016 年，梁景和连续发文，将“生活

质量”的概念引入到社会文化史研究中，提出从客观生活质量和主观生活质量两个方面探讨历史上

群体与个体的生存状态和生活感受。⑦ 为了实现对包括生活满意度和主观幸福感在内的主观生活质

量的考察，梁景和在传统史学研究方法外加入了感受想象的研究方法。⑧

在进行理论方法探讨的同时，国内学者对“生活”也有了更多看法，进而带来了研究视角的转移。
社会文化史研究中，社会生活一直是研究的重要内容，社会生活既包含群体的社会生活，也包含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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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会生活。不过，在实际研究中，研究者更倾向于探讨群体的生活状态和生活方式，通过对诸如衣

食住行、婚丧嫁娶、闲暇娱乐等方面的考察，分析社会生活与其内在观念形态之间的互动关系。这样

的研究虽然体现了社会文化史的特点，却也容易出现“见社会不见人”、以共性代替个性的问题。近

年来，随着研究视角的下沉和中西学术交流的增多，“日常生活”开始出现在社会文化史研究中，并大

有与“社会生活”并立之势。
2012 年，常建华从社会生活研究偏重社会，社会文化研究偏重文化的角度，认为生活史研究应当

从“社会生活”向“日常生活”转变，日常生活应是社会文化史的基础。① 如果说常建华含蓄地指出了

“社会生活”的研究局限，那么李金铮则通过对“日常生活”的界定明确了新时期的研究突破。在李

金铮看来，“日常生活是人类尤其是普通民众惯常的经历和感受”，研究者应重视个人的生活经历和

心灵感受，实现见史见人的目标。② 这一观点也引发了学界共鸣，余新忠提出要在“具象而个性的日

常生活中发现历史”，“从个体经验和体验出发，从具体的历史语境出发，去细细体味‘日常’中的复

杂、多元面貌”。③ 李俊领将“捕捉”当事人的感受、体验、心理与情感等信息看作是日常生活研究的

目标之一。④ 梁景和等在梳理学人的成果后认为，“感受”极可能是未来社会文化史在理论方法探索

方面的关键词，而“感受史”则有望成为未来社会文化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⑤

目前，社会文化史视角下的日常生活研究尚属起步阶段，研究者对个人感受体验的探讨虽有限，

却也不乏积极的尝试。如朱英通过对《秦润卿日记》的解读，展现了上海“钱业巨子”秦润卿在抗战

期间忧愁、无奈又勉力支撑的心路历程; 李秉奎依据两部沦陷区青年的日记，还原了沦陷区普通人的

生存艰辛和内心痛楚; 郑善庆借助民国知识分子留存的大量日记、文集，勾勒出抗战爆发后留守北平

的知识分子犹豫、徘徊、愤懑、自谴、谨慎、敏感的复杂心态，以及战后不被理解的苦痛，等等。⑥ 从已

有研究来看，研究者依据的多是日记、文集、书信等传统文献资料，不同之处在于，与资料记载的客观

史实相比，他们更看重隐藏在字里行间的感性元素，并尝试用严谨的分析论证与合理的推测想象相

结合的方式，将研究对象的内心感受呈现出来。
社会文化史研究者对普通人感受体验关注度的提升与西方史学新思潮的引入有很大关系，但这

并不意味着社会文化史出现了与西方史学类似的从理性到感性的转向。事实上，在借鉴新文化史成

果的同时，国内研究者也对中西学界研究取向的差异有着清醒认识，对新文化史出现的过度想象和

诠释保持着警惕，这使得社会文化史的感受研究有着不同于新文化史的本土特色。
第一，社会文化史关注的“感受”不是一时的感官刺激或短暂的心灵波动，“而是一种比较稳定、

比较深刻的主观体验或体会”，⑦它更接近于心态史或心灵史的范畴，或者可以看作是心态史的延

伸。研究者之所以对感受作出上述界定，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为了区别于侧重描述感官体验的新文化

史的感觉史。西方史学界出现的“感觉转向”和“情感转向”与后现代观念的深化和内化有直接关

36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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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在中国学者看来，重视感官、批判理性、追求选题新颖和描述生动的新文化史“丢弃的是原来史

学经世致用的部分”，这无异于一种自杀行为。① 另外，中西文化传统的差异，也让研究者对一些新

文化史的论题持谨慎态度。罗检秋就认为，“‘新文化史’看重的感观史、情绪史在中国或许不如欧

美重要，诸如疯癫、气味、搞笑之类的论题也未必契合中国实际”，如果缺少文化史的诠释和分析，一

些看似新颖的议题“近乎猎奇求异，低级趣味”。② 梁景和在谈到感受研究时也指出，无限复杂丰富

的身体感受和心灵感受是由无限的因素决定的，由此可以引发出无限的问题来供社会文化史深入研

究。③ 概言之，和感受本身相比，社会文化史研究者更热衷对感受背后意义的阐释。
第二，社会文化史对感受的重视是对以往研究中忽视感性因素的纠正，是理性认识的补充而非

取代。社会文化史兴起之初，研究者将研究对象确定为人类历史上的整体社会生活，追求对某一历

史时期社会的整体性精神面貌作出描述和解释，④这使社会文化史表现出抽象性、理论性和“群体研

究”的特点。进入 21 世纪后，随着研究的深入以及新文化史研究成果的引进，使社会文化史研究者

意识到偏重理性认识和整体研究的欠缺和不足，于是，日常生活、生活质量、个体经历、感受体验等突

出感性因素的内容逐渐受到研究者的重视。由此也可见，社会文化史研究者重视感受并不是出于对

理性认识的否定和批判，而恰恰是对它的丰富和补充。
第三，社会文化史的感受研究仍是以历史学为本位，以史料为基础的实证研究。情绪、情感、感

受都属于人类心灵世界的内容，一般不会在文字资料中直接留存下来。因此，无论是新文化史家还

是社会文化史研究者，都不得不在传统史学研究方法外运用推测和想象来描述研究对象的感受体

验。当然，这样的推测和想象都离不开对史料的把握和解读，区别在于，新文化史家把想象置于比传

统史学方法更重要的位置，这也让新文化史受到想象泛滥和文学式虚构的质疑。对于如何在历史研

究中加入想象的问题，国内学者有着不同的看法。最早倡导开展体验文化史研究的葛兆光并不否认

想象对史学研究的意义，但他同时强调，想象要有证据，有边界，“必要的证据和大量可靠的证据，这

是我们确定历史想像合理性的基础，没有证据的想像，只是幻想和瞎想，特别是它必须符合学术规

范，符合学术规范的证据、逻辑加上适当的想像，才可以成立”。⑤ 在提出要重视感受研究后，社会文

化史研究者也通过不断阐释史料与想象的关系表明立场。比如李金铮在主张开展对日常生活中的

个体经历和感受体验的研究时指出，研究者应搜集和利用人的心态和行为的资料，以历史人所处的

时代考量他们的所思所想和需要解决的问题，而非以当代人的想象来判断哪些是最重要的。⑥ 梁景

和等在将感受史视作社会文化史研究方向的同时也再三提醒研究者，“唯一的凭借是史料，决不能空

穴来风，凭空设想”，“虽然历史研究可以运用一种想象的方法，但这种想象是有根有据的推测和设

想，千万不可任其性情，否则就会背离史学，误入歧途”。⑦ 换句话说，尽管研究者需要借助一定的推

测和想象来呈现研究对象的心灵世界，但求真求实仍是其最终目标。
重视感受，关注人的心灵世界已成为新时期社会文化史拓展的重要方向，这其中既有国际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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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流的推动，也是本土研究的客观要求，更多源自研究者对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中各种问题的反思。
正因如此，社会文化史的感受研究始终强调问题意识和史学规范，并不是对新文化史“感觉转向”或

“情感转向”的简单效仿或盲从。由于刚刚起步，社会文化史的感受研究也存在着诸多不足，如还没

有代表性的典范之作; 对于怎样运用感受的视角解读史料，尚缺乏理论或学理的探索; 学界也还缺少

对感受史和心态史、心理史异同的分析阐释，等等，这些都需要研究者进一步深入思考和总结。
当然，社会文化史的拓展并不只在感受研究方面，也表现在论题、视野、方法、时段等多个维度。

就论题而言，目前研究者探讨的问题早已超出此前设定的范围，扩大到社会语言、社会记忆、公共空

间、节庆仪式、身体文化、阅读文化等领域，并随着研究者对文化理解的深入和对社会问题的关注，不

断有新的论题补充进来，使研究保持蓬勃之势。在警惕“碎片化”的过程中，社会文化史家逐渐强化

了联系观点和整体思维，这让他们在深入日常生活的同时，并未忽视对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重大问

题的思考。近年来，将政治史、革命史的热点问题置于社会文化史视野下重新检视渐成风气，反映了

社会文化史视野的延伸和影响力的扩大。论题的丰富往往伴随着方法的创新，而方法的创新又会为

研究带来新的生长点，比如有研究者用话语分析法考察近代以来新名词概念在中国的传播，用符号

象征法探寻节庆仪式的演变，用感受想象法分析不同人群的生活质量，其中不乏有影响的成果。可

以说，方法的创新正成为社会文化史的灵感和力量来源。至于时段方面，主要体现在研究时段的贯

通和后延。对于这一拓展趋势，李长莉指出，“相对于政治的断裂性，社会文化则更具连续性，因而，

一些研究近代社会文化史的学者，沿着近代以来社会文化变迁的轨迹而延伸到了 1949 年后的当代

阶段”。① 目前来看，改革开放以来民众的情感体验、生活质量、价值观念的变化似乎正引起越来越

多研究者的兴趣。
综上，社会文化史已走过 30 年的发展历程，从对社会文化的探讨，到深度解释的提出，再到对普

通人感受体验的重视，研究者在不断的自内反思和自外借鉴中积蓄力量。在史学研究日趋全球化的

今天，社会文化史研究者更需保持反思和借鉴的精神，坚守求真求实的史家职责，从中国本土研究的

实际出发，加强学科间的交融，选择性地吸收和借鉴外来成果，继续推动社会文化史研究的深化和

拓展。

( 作者韩晓莉，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邮编: 100089)

( 责任编辑: 敖 凯)

( 责任校对: 尹媛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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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OF ARTICLES

Sequels to Philosophy for the Masses: On Ai Siqi's Textbooks o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n the Early
PRC Years / / Du Tao

In the campaigns to popularize Marxism in the early yea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 1949 －
1955) ，Ai Siqi established a philological system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hat was accessible to ordinary
people，and he applied this system to history and，using it，explained China's social development． Ai's
system was adopted by a good number of textbook editions on historical materialism，and became popular in
the whole nation． These textbook editions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stages of development，before 1953 and
those after． Speaking to the need to build New Democracy，these textbooks of the first stage adopted the
paradigm of productive forces as the dominant theme． By contrast，those of the second stage adopted the
paradigm of production relations to meet the need in transition to the socialist society． In spite of different
paradigms，the two stages share the same popular style，and they can be regarded as sequels to Philosophy
for the Masses． These editions of textbook are the valuable materials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intellectual
history．

A Reflection on Theory and Practice: Why Do We Study the History of Everyday Life / /
Li Xiaodong

“Why do we study the history of everyday life?”To discuss this question，it helps to explain the
internal logic of life as a paradigm in historical studies with regard to the research motivation． In reflecting
upon the paradox of modernity faced by Western society after World War II，the study of everyday life has
appeared in Western academia represented by a trend in French philosophy，“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in
sociology，and“history of everyday life”( Alltagsgeschichte) in German historiography． Out of different
theoretical concerns，new cultural history and everyday life history as research paradigms have great
differences in the West． In the early twentieth-first century，the paradigm of everyday life history was
introduced into mainland China via translation． Its“human centered”approach and“holistic view”speak
to the growing need to overcome the fallacies of“cultural essentialism”and“fragmentation”in Chinese
historiography． As the everyday life of Chinese people is undergoing profound changes now，the public
need to think about the significance of everyday lif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y． The history of everyday
life is welcome in China，also because the research paradigm of Chinese history calls for innovation and
creativity． Therefore，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study in this area．

From Understanding Culture to Appreciating Feelings: A Review of the Study of Social and
Cultural History in China / / Han Xiaoli

It has been more than 30 years sinc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tudy of Chinese social and cultural
history in China． As the product of interdisciplinary integration，this field has gained the consciousness of
reflection and reference from the beginning． Researchers have shifted their approaches in historical
inquiries from the ( re-) positioning of culture，to the deep interpretation of meaning，and then to the
appreciation of ordinary people's feelings． During this process，they have reflected upon traditional cultural
history，absorbed and learned from the achievements of social history and New Cultural History from the
West． By doing so，scholars have accomplished the innovation of theoretical methods and the shift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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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perspectives． Meanwhile， they have promoted the diversifie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historiography． In reviewing and summarizing the research approaches of social and cultural history over the
past 30 years，the goal of this paper is to understand the problems of where social and cultural history came
from and where to go，and to further facilitate breakthroughs and nurture innovations for future studies．

“Mediterranean Koine”: A New Interactive Paradigm for the Study of Ancient Civilizations / /
Li Yongbin

The study of the interaction among ancient civilizations with a special focus on the archaic period has
developed three paradigms， including a comparative approach，a regional approach that regards the
Mediterranean as a koine， and a historical approach based on network theory． Among them， the
“Mediterranean Koine”approach might be theoretically the best． Despite the fact that various historians
have adopted this paradigm，their shared views on the main features of such a civilizational community
include: the cultural exchanges based on commercial activities，the integrated“region”formed through the
connection，the balanced relationship between individuality and commonality，and the high level of
economic and cultural connections determined by the uniqu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Cultural exchanges
based on trade activities are the fundamental character of the“Mediterranean Koine”from the eighth to
sixth century BC． To adopt the“Mediterranean Koine”as a paradigm in research，we should also pay
attention to differences and similarities among civilizations such as their various scopes of time and space
and social structures as well as their unique natures and levels of differences．

Approaches to Studying the Employment System in Medieval England in the West / / Xu Hao

In the past，scholars regarded the production of employment as a major indicator in the study of the
germination of capitalism． Yet the germination of capitalism is merely one of the many perspectives through
which to study the employment system． J． E． T． Rogers published the first and second volumes of A History
of Agriculture and Prices in England in 1866． Since then，the study of employment in medieval England
has been undertaking over the course of one and half a century，giving rise to three paradigms，including
the one focused on the purchasing power of laborer's wages from the Middle Ages to early modern by
Rogers，the one that argued for the rise of capitalist employment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by Karl Marx，and
the one that was focused on wage labor in the Middle Ages． The study of medieval wage labor also includes
three research approaches including a manor perspective of constitutional history and economic history，a
social structure perspective of social history，and a history of the below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A survey of the above-mentioned approaches will help us to identify their value as well
as limitations． It is also useful to examine their legacy dialectically and to reflect upon the nature of the
employment system in medieval England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capitalism or modern employment system
in order to construct our own research paradigm on this issue．

“Experience”and“Emotion” in the Recent Historiography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 / Pang
Guanqun，Zha Shaochen

In the past two decades，historians have increasingly paid attention to the individual experiences and
emotions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This new tendency has been long nurtured in the historiography of the
field． The orthodoxy theory once regarded class confrontation as the root cause of the revolution，while the
revisionist theory replaced it with discursive conflict． Both theories，however，overlooked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humanity and the atmosphere of the Revolution． Influenced by emotional history and other
contemporary historiographical trends， some researchers of the Revolution now take account of the
individual agency， in attempt to reevaluate the Revolu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dividual lives，
emotions，and experiences． Historians conclude that even if people living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were in
exercise of reasoning，they were also making decisions while being affected by emotions，particularly at
some radical situations． Personal experience，in relation with emotions and traumas，could have contributed
to political decisions and pushed the Revolution forward． This trend of scholarship could complement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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